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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到组织支持就会建言吗？
———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窦吉芳 江 静 杨百寅 王 坦

[摘 要] 通过分析 244 对员工-领导配对数据，本文从资源保存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角度进行研究，发现责任认知对员工感知

的组织支持与其建言行为间存在正向的传导机制， 工作资源充足性能够调节责任认知与员工建言行为之间的正向关

系。 通过被调节的中介技术，发现责任认知对组织支持感与员工建言行为间的中介效应受到工作资源充足性的影响。

组织提供的工作资源越充足，责任认知对上述关系的间接作用就越强。文章构建了影响员工建言行为的主客观阐释机

制，研究结果丰富了建言行为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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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244 employee-leadership matching dat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source preservation theory and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responsibility cognition be-
tween employe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constructive behavior, and work resource sufficiency can regulate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sibility cognition and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Through the regulated intermediary
technology,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responsibility cognition on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is affected by work resource sufficiency. The more abundant the working resources provided by the organization,
the stronger the indirect effect of responsibility cognition o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terpretation mechanism that affects the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enrich the theory
of voic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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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员工在组织中建言行为的情况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到组织的生存与发展[11][29]。 自 Hirschman[1]提出建言
行为以来，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 综合来看，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个体因
素（个人的特质、动机、态度、认知等）探讨了什么样的员工更敢于建言或愿意建言[2-3]；二是从情景因素（领导
风格、上下级领导关系、建言氛围、制度环境等）探讨了如何鼓励员工多建言[4-5]；三是高层情境与低层因素的
交互或跨层次分析，探讨了如何才能让员工敢建言、多建言[6]。 上述研究有效加强了对建言行为的理论认识，
同时也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建言行为的触发和影响因素。

然而，现有的研究都忽略了“资源”这一核心要素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Ng与Feldman[7]在 2012 年的文
章中对影响员工建言的因素进行了回顾，发现当员工面对来自工作、社交以及组织方面的资源威胁时会产生
压力，进而减少自身的建言行为，并从资源保存与资源获取的视角对员工建言行为进行了梳理与归纳。 但涉
及的研究仅探讨了资源视角下压力与建言行为的负向关系，并没有解决如何提供以及提供何种资源才能够
促进员工的建言行为的问题。 同时，梁建等学者[2]将组织中的建言行为分为促进性和抑制性两类，前者强调
提高组织效率、推动组织发展，后者强调防止不利于组织的事情发生。 “资源”对员工两种建言行为的影响机
制到底是怎样的，现有文献也没有进行有效解释。 另外，建言行为与所受资源之间的关系并非静态[7]，二者之
间可能存在的边界条件也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基于以上研究不足，本文尝试从资源保存理论（COR）的
视角出发，探讨主观资源感知与客观资源占有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

员工所获取资源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员工主观的感知。 员工的组织支持感知体现了员工所感受
到的组织对自己贡献及对自己幸福的重视程度[8]，它是一种主观上对组织资源的感知，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基于 COR理论，员工感知到的组织支持越强烈，员工越会认为自己占有充足的资源，并被企业重视。在此
情况下，员工会更愿意向企业建言献策[10]。 而回顾目前的文献，少有文献对员工感知到的组织支持与员工建
言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性探讨，导致对于组织支持和员工建言行为的关系并没有进一步的文献研究支
持。 Tucker等学者[9]的研究，也仅仅从社会交换的视角，探讨了员工组织支持感知对安全建言的影响，并没有
对过程机制进行阐述。本研究认为，有必要从员工主观感知的视角进一步研究员工的建言行为。因此，本研究
第一个目的是检验员工组织感知与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的关系。

同时，根据 COR理论，当员工感觉自身占有了充足的资源时，会认为自己更受组织重视[10]。 根据社会互
惠的原则，员工会以高度责任感回报组织[8]。 因此，员工的责任认知能够中介员工组织感知与建言行为的关
系。 回顾已有研究，却没有研究从“主观资源感知（认知）———心理责任机制（心理）———建言行为（行为）”这
条主线进行探索，尤其是对于心理机制探讨存在一定的不足。 本研究认为，员工的心理机制能够解释员工感
知资源充足性以后建言行为的产生。 因此，本研究的第二目的是探讨员工组织感知对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
建言影响的中介机制。

此外，员工所获取的资源支持还来源于客观资源的占有。 建言是一种角色外行为，具有三个特征：风险
性、自由决定性（discretionary）、以挑战现状为目的[11]。根据 COR理论，当员工工作中获取的资源越充足时，越
能强化其心理安全感。 当员工心理安全感越强时，对于高度责任认知的员工而言，越敢于挑战权威，表达自
己的意见和想法[10]。本研究认为工作资源充足性会强化责任认知与建言行为的关系，并间接强化员工组织支
持感知通过责任认知对员工建言行为的间接影响。 因此，本研究的第三个目的是检验工作资源充足性的边
界作用。

具体而言，本文首先依托资源保存理论，从“主观资源感知（认知）———心理责任机制（心理）———建言行
为（行为）”这一路径，对主客观资源充足性如何影响员工的促进性建言与抑制性建言行为进行了探讨，为员
工建言行为的研究提供新颖视角；其次，本研究探讨了客观资源获取充足性的边界作用，并从主观与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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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角度出发，对被调节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进一步丰富了员工建言行为的相关文献。 研究结果将有利于
加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对于组织建言行为的认识，并进一步丰富员工建言行为相关文献的探索，从而更好地
推动建言行为的发展。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感知组织支持与员工的建言行为
资源保存理论是由 Hobfoll[12]提出，阐述资源在个体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交互效应对个体的影响。员工感知

到组织的支持后，会根据组织给予他们的支持来判断组织对自己的重视程度[10][21]。 当个体获得了高的心理需
求时，会对组织形成强烈的责任，激发在组织中任务的完成[16]；而感知到资源支持缺失或者有缺失的威胁时，
个体压力升高进而减少建言行为[7]。

通过对建言行为的文献回顾发现，目前 Morrison[11]在 2011 年对建言行为的定义为学术界所认可，他通
过整合之前对员工建言行为的解释[15]，认为建言行为是“为了提高组织或单位的运作效率，对工作有关的一
系列问题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建议、担忧或者意见等的一种社会行为”。

对建言行为的分类，基于不同的研究内容，学者们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其中梁建等学者[2]基于中国数
据下提出的促进性建言与抑制性建言，进一步清晰了员工建言行为的内涵与外延。 个体总是倾向于占有与
寻找资源[11]，促进性建言行为是提出组织发展有利的建议，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员工感
知到的重视程度越高，获得的支持及资源就会越多，在组织中的归属感便越高[10][13-14]，面对可能有益于组织发
展或者可能危害组织良好运行的意见与建议，越会强化个体在组织中的意见表达。 所以，感知到的组织支持感
越高，相应地在组织的促进性建言就会越多；而对于抑制性建言行为来讲实际上是一种存在风险的行为[26-27]，
员工往往更加谨慎，会根据建言的环境而作出不同的选择。 员工建言前需要对潜在风险有一定的感知与判
断[19]。 当员工感受到了组织的支持以后，资源的增多使得员工对组织的态度以及心理安全感都会升高，在此
效应的影响下，促使其产生回报行为，及时指出对组织有潜在威胁的问题，防止不利于组织的事情发生。 所
以，员工感知到的组织支持感越高，越能增多对于组织中抑制性建言的表达。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a：员工感知到的组织支持对促进性建言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员工感知到的组织支持对抑制性建言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员工责任认知的中介作用
Rhoades 与 Eisenberger[15]通过对 70 多个关于员工组织支持感研究的元分析发现，当员工感知到组织的

支持后，会产生影响员工行为的心理反应，这其中对于员工责任认知的促进是较为明显的。 员工的责任认知
侧重于描述员工个人对所负责工作或任务的关心与承担程度[17]。责任认知越高的人，越会产生更强的内部动
机，对组织有高的责任感[25]，更加关注工作的质量与进展[18]。 当员工受到组织的支持或帮助时，基于互惠的机
制，员工会倾向于产生帮助组织达成目标的责任心；组织对员工的关心、支持与尊重，会促使员工形成对组织
的认同感，促使员工把组织的事情当作分内之事来对待[16]。所以根据以上逻辑，员工感知到组织支持之后，倾
向于对组织有更强的责任心。

当员工对组织产生责任心时，员工会觉得自己有义务去说出或者作出对组织有益的建议或者表达自身
对组织现有状况的忧虑。 促进性建言更多的是为提高企业效率与现状而提出的新建议、新方法，具备积极的
创新倾向[2]。 所以，当员工对组织产生的责任心越高，面对有利于组织发展的新想法和新思路，员工会觉得自
己有义务去说出或者作出对组织有益的建议。 这种促进性的建议往往也会使自己获益，如获得更高的绩效
评价[19]，相对来讲风险会低一些。 对于抑制性建言来讲，它主要强调的是员工能够指出那些阻碍或者危害组
织发展的问题而提出自己的想法与建议[2]，员工选择这一行为需要较强的前提与基础[28]。 人们的行为受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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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范式与行为准则的指导与约束[2]。所以，即使可能会面临风险与成本，高责任认知情况下的员工也会觉得自
己有促进组织健康发展的义务，依然会选择说出组织中存在的不足或者隐患[28]。 根据 COR理论，当员工感知到自
己获得的资源充足时会有受重视的感觉[10]，而受重实感能够促进员工提高在组织中的责任心和忠诚度 [8]，进而
更愿意回报组织，作出自己的贡献，即认知进一步转化为心理机制而后对行为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a：员工的责任认知中介组织支持感与促进性建言的关系；
H2b：员工的责任认知中介组织支持感与抑制性建言的关系。
（三）工作资源充足性作为调节变量
工作资源指的是那些对工作或者组织有用的诸如资金、材料、设备以及信息等的优势[27]。已有研究证明，

工作资源越充足，对创新越有利，越能够增强人们的心理安全，也越有利于人们完成相应的工作与任务[28]。员
工建言行为作为一种角色外行为，它的产生必然是在满足了角色内的任务能够完成的条件之下的[24][28]。 具体
来看，如果员工的工作资源得到充分满足的时候，能够激发其对于工作的责任心[10]，更有可能去做本职工作
之外的行为[27]；而当员工认为自己本职工作的任务都得不到充分的满足，即使员工的责任心再强，因为缺少
一定的激励[26]，他们也根本没有精力与时间放眼大局[7]，产生的抱怨或者建议也必然会与自己工作本身相关，
而较低可能是公司发展过程中的机会与方向。 所以，员工自身的本职工作有充足的资源保证，是员工最终提
出对公司有益的建设性意见或者抑制性意见的基本条件，能够影响员工对于公司的角色外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a：工作资源充足性调节了员工的责任认知与促进性建言的关系。 工作资源越充足，越能够促进员工

的促进性建言；
H3b：工作资源充足性调节了员工的责任认知与抑制性建言的关系。 工作资源越充足，越能够促进员工

的抑制性建言。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进一步探讨整个建言过程中被调节的中介模式。 具体而言，员工的责任认知能够传

到组织支持感与员工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种传导效果同时也取决于客观条件下员工自身工作资源
的充足性。当员工具备越充足的工作资源时，越有时间与精力注意到自身本职工作之外的公司发展[16]，此时，
具备高度责任认知的员工会越容易对公司的发展与现状提出自己的建议与想法；然而，当员工自身的工作资
源都不足的情况之下，即使员工具备高度的责任认知，由于自身精力与视野的限制[26]，也只会提出与自己工
作密切相关的建议或者抱怨，而不会将目光放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之上，此时，组织对员工的支持相应地就不
会通过员工的责任认知来传导，进而影响员工对组织的建言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假设：
H4a：工作资源充足性间接调节责任认知对组织支持感与员工促进性建言行为之间的中介关系。 工作资

源越充足，责任认知对上述关系的间接调节作用越强，反之则越弱；
H4b：工作资源充足性间接调节责任认知对组织支持感与员工抑制性建言行为之间的中介关系。 工作资

源越充足，责任认知对上述关系的间接调节作用越强，反之则越弱。
图 1 阐述了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与样本
文中涉及的样本来自于中国江苏南通一家著名的建筑公司。 通过与该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详细的沟通，

问卷调查工作取得支持。 公司在随后的会议中强调了对此次调研的配合与支持，并请人力资源部门推进问
卷发放地配合工作。 在进行数据收集之前，人力资源部门提供了被调研人员的名单，随后，我们利用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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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假设模型

内网系统，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邀请相关人员参与测评，所有被调研人员均被保证整个过程及数据的保密性，
并同时明确指出，调研结果仅供学术研究使用，不会与绩效薪酬等任何内容挂钩，请被调研人员放心填写。

为避免同源偏差，问卷分为员工版本与领导版本两个部分，采取非同源配对的方式展开。 在问卷发放之
前，我们对所有问卷进行了配对编码，保证回收的问卷能够正确匹配。 其中，组织支持感、责任认知与工作资
源充足性及员工个人特征等相关信息由员工本人填写，而员工的促进性建言与抑制性建言以及主管个人特
征等信息由员工的直接主管填写。

整个样本回收工作持续了 3个月，最终共收集了 244 对（488 份）有效配对数据。 此次调研中，员工的平
均年龄为 39.00（SD =10.56）岁，其中 74.4%的员工为男性。 员工的平均工龄为 8.32 年，学历水平集中在大学
本科学历（47.5%）与大专学历（37.3%）。领导的平均年龄 47.33（SD =7.08）岁，平均工龄 17.85（SD =11.76）年。
领导中有 90.16%为男性，55.51%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水平。

（二）变量测量
为了保证整个调研过程数据的信度与效度，研究中涉及的变量均采用经过检验且信度和效度良好的成

熟量表。 量表严格按照回译的方法[20]。 所有的条目采用 6 级（1 表示“非常不同意”，2 表示“不同意”，3 表示
“不太同意”，4表示“有点同意”，5表示“同意”，6表示“非常同意”）Likert量表。 数据运行方面，研究运用 M-
plus7.0与 STATA12.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1.组织支持感
我们采用 Einsenberger, Cummings 和 Amemeli 等学者[10]在 1997 年开发的 8 条目量表测量员工的组织支

持感。 事例条目比如“公司很尊重我的目标和价值观”，此变量测试的 Cronbach’s α为 0.74。
2.责任认知
我们采用 Eisenberger，Armeli和 Rexwinkel等学者[8]在 2001年开发的 5条目量表对员工的责任认知进行测

量。 其中例题比如“我感到有义务提出建设性建议来帮助组织实现目标”，此变量测试的 Cronbach’s α为 0.86。
3.工作资源充足性
我们采用 Amabile, Conti和 Coon等学者[19]在 1996使用的 6条目量表测量工作资源充足性。事例题目如

“我工作的预算基本上是充足的”，此变量测试的 Cronbach’s α为 0.92。
4.员工建言行为
我们采用 Liang，Farh 和 Farh[2]在 2012 年开发的 10 个条目的量表测量员工的促进性建言行为与抑制性

建言行为。 其中前 5个题目为促进性建言行为，比如“该员工主动提出帮助企业达成目标的合理化建议”等；
另外 5个题目为抑制性建言行为，比如“该员工敢于对企业中影响工作效率的现象发表意见，不怕使人难堪”
等。 促进性建言行为和抑制性建言行为的 Cronbach’s α分别为 0.93与 0.90。

5.控制变量
我们在分析过程中控制了可能影响模型结果的变量，比如员工的性别、学历等个人特征。已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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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描述性统计与简单相关关系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年龄 39.00 10.56

2.性别 1.25 0.44 -0.33**

3.学历 2.45 0.74 -0.45** 0.28**

4.工作年限 8.32 8.97 0.60** -0.20** -0.21**

5.权力距离 2.97 1.00 0.05 -0.05 -0.17** 0.12覮

6.组织支持感 4.67 0.54 0.08 -0.15* 0.05 0.01 0.04 (0.74)

7.责任认知 5.21 0.73 0.13* 0.02 0.02 0.08 0.09 0.44** (0.86)

8.工作资源充足性 4.98 0.84 0.08 0.06 0.09 0.03 -0.12覮 0.52** 0.38** (0.92)

9.促进性建言 4.86 0.73 0.03 -0.00 0.22** 0.08 -0.13* 0.15* 0.16* 0.05 (0.93)

10.抑制性建言 4.80 0.69 0.05 0.00 0.08 0.03 -0.08 0.15* 0.13* 0.08 0.76** (0.90)

注：N =244；性别中 1 =男，2 =女；学历中 1 =高中/中专/职专，2 =大专，3 =本科，4 =研究生及以上；覮p <0.1，*p <0.05，**p <0.01。

表 1 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CFI SRMR RMSEA

基准模型 797.245 367 0.876 0.062 0.080

四因子 1039.957 371 242.712 0.808 0.076 0.099

三因子 1100.896 374 60.939 0.791 0.103 0.078

二因子 1424.140 376 323.244 0.699 0.108 0.123

单因子 2631.820 377 1207.68 0.352 0.214 0.180

员工的权力距离倾向会影响员工在组织中的行为[30]，所以具体数据处理过程中，研究还对权力距离进行了控
制。 研究中涉及的所有变量除了性别外其他变量均为连续的。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保证模型涉及的关键变量，即员工的组织支持感、责任认知、工作资源充足性以及建言行为的区分

效度，我们首先利用 M-plus7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 本文对模型进行五因子、四因子一直到单
因子模型对比，结果显示，五因子模型拟合度（χ2/df =2.17，RMSEA =0.08，CFI =0.88，SRMR =0.06)相对较好，
这一模型要显著地优于其他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见表 1），表明模型的测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描述了涉及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Cronbach 系数以及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关系。 从表中我们可以

看出，员工的组织支持感与责任认知间的关系正向相关（r=0.44，p<0.01），员工的组织支持感与促进性建言行
为（r=0.15，p<0.05）和与抑制性建言行为（r=0.15，p<0.05）均显著正向相关，假设 1a与假设 1b得到初步验证。

（三）假设检验
我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本文假设进行检验。 表 3 显示了员工的责任认知、员工建言行为

的分步回归结果。控制变量在每个分步回归检验中都作为第一步进行放入。在随后的步骤中，根据模型的需
要，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以及中介变量和交互项变量，观察对假设结果的影响。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员工

感知到组织支持就会建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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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型假设检验结果分析

变量
促进性建言 抑制性建言行为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步骤 4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步骤 4

性别 －0.08 －0.04 －0.05 －0.04 －0.02 0.02 0.02 0.01

学历 0.23** 0.22** 0.22** 0.24** 0.07 0.06 0.06 0.09

工作年限 0.01* 0.01* 0.01覮 0.01覮 0.00 0.00 0.00 0.00

权力距离 －0.08覮 －0.08覮 －0.09覮 －0.09覮 －0.05 －0.06 －0.06 －0.05

组织支持感 0.18* 0.11 0.19* 0.15覮
�

责任认知 0.12覮 0.22** 0.08 0.17*

工作资源充足性 －0.02 0.05

责任认知 * 工作资源充足性 0.09* 0.14**

R2 0.08 0.09 0.10 0.12 0.01 0.04 0.04 0.06

△R2 0.01* 0.01覮 0.02覮 0.03* 0.00 0.01**

F 5.06** 4.63** 4.37** 4.47** 0.97 2.08覮 1.86覮 2.29*

注：N=244, 覮p<0.1，*p<0.05，**p<0.01。

的组织支持感与员工的促进性建言（β=0.18；p<0.05）和抑制性建言（β=0.19；p<0.05）显著正向相关，所以假设
1a与 1b均得到了验证。 对于促进性建言来讲，当加入假设的中介变量（即责任认知）以后，组织支持感与促
进性建言行为之间显著正向相关的关系消失（β=0.11；n.s.），责任认知与促进性建言（β=0.13；p=0.06)在 0.06
的水平下显著；对于抑制性建言来讲，当加入中介变量责任认知以后，组织支持感与抑制性建言间的显著关
系虽然明显减弱（β=0.15；p=0.09），但是责任认知与抑制性建言的关系（β=0.08；n.s.）并不显著，所以本研究假
设2a得到数据的支持，而假设 2b没有得到数据支持。

工作资源充足性对员工的责任认知与建言行为之间的调节关系同样得到了数据支持。从表中可以看出，
工作资源充足性显著调节员工的责任认知与促进性建言行为（β=0.09；p<0.05）及抑制性建言行为（β=0.14；
p<0.01），所以假设 3a和假设 3b得到了验证。 图 2 和图 3 分别显示了工作资源充足性对员工责任认知与促
进性建言行为和抑制性建言行为的显著调节作用， 其中图 2 中两线的斜率分别为 0.20 （t=2.85；p<0.01）和
0.09（t=1.95；n.s.），图 3 中两线的斜率分别为 0.19（t=2.83；p<0.01）和 0.02（t=0.42；n.s.），进一步强化了假设 3
中的调节作用。

图 2 工作资源充足性对责任认知与促进性建言行为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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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结果在为标准化情境，Bootstrap n=5000。

表 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结果分析(Bootstrap)

工作资源充足性水平
促进性建言行为 抑制性建言行为

间接效应 SE p 间接效应 SE p

-1SD 0.07 0.04 0.10 0.01 0.04 0.75

均值 0.10 0.05 0.03 0.07 0.04 0.08

+1SD 0.13 0.06 0.03 0.14 0.06 0.02

为了检验假设 4 中提及的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我们遵从 Preacher, Rucke 以及 Hayes[22]在 2007 年提出的
方法，采用刀切（Bootstrap）方法来检验中介路径的显著性。从表 4的结果可以看出，在 Bootstrap抽样 5000次
运行条件下，当工作资源在均值（r=0.10，p=0.03）以及均值之上（r=0.13，p=0.03）时，员工的组织支持感经由责
任认知与员工的促进性建言行为之间的间接关系是显著的，而在均值之下（r=0.07，n.s.）并不显著，说明假设
4a 得到了验证。 对于抑制性建言行为来讲，只有当工作资源在均值之上（r=0.14，p=0.02）时，员工的组织支持
感经由责任认知与员工的抑制性建言行为之间的间接关系才是显著的，均值（r=0.07，n.s.）及低于均值（r=
0.01，n.s.）的情况下均不显著，说明假设 4b得到了验证。 结果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抑制性建言行为比促进性建
言行为更加敏感，受到的限制条件要更高一些。

五、讨论与分析

本文从资源保存理论的视角，深入探讨主、客观资源对员工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的影响机制。 研究
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员工对组织的支持感知能够正向影响员工促进性建言与抑制性建言，员工的责任认
知能够解释员工对组织的支持感知与员工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之间关系的逻辑机制。 另外本研究从
COR 理论的角度发现了工作资源充足性对于责任认知与员工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之间关系的正向调
节作用，并间接强化了员工对组织的支持感知通过责任认知对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的间接影响。 该研
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意义
1.丰富了员工建言行为的理论。 依托 COR理论，从主、客观资源探讨了对员工促进性建言与抑制性建言

的影响机制，是对当前建言行为研究的有效深化。 尽管 Ng 与 Feldman 等学者的研究[7]开启了从资源的视角

感知到组织支持就会建言吗？

图 3 工作资源充足性对责任认知与抑制性建言行为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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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工建言行为的先河，但“什么样的资源有利于员工建言？ ‘资源’对促进性建言与抑制性建言的影响机
制是否相同？ 主、客观资源在员工建言行为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等一系列问题，Ng与 Feldman的研究[7]以
及现有文献都没有解答。本研究基于 COR理论，将主观资源———员工对组织的支持感知，以及客观资源———
工作资源充足性统一到一个研究框架中，探讨对员工促进性建言以及抑制性建言的影响，丰富和发展了员工
建言行为的理论，有利于拓宽建言行为理论提交的理论边界。

2.对主观资源影响员工建言行为的路径做出了有效阐释。本研究通过构建“主观资源感知（认知）———心
理责任机制（心理）———建言行为（行为）”这一路径深入解析了从主观资源到建言行为的过程机制，打开了以
资源感知到建言行为的黑箱。 尽管文献大多从心理机制探讨了领导力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8]，但是员工对
资源的主观认知如何诱发员工的心理机制，进而影响员工的建言行为，现有文献并没有得到有效解释。 本研
究发现责任认知能够解释员工的组织支持感与促进性建言之间的影响机制，即员工感知到组织的支持后，会
加深自己对组织的责任心，倾向于表达组织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 这一研究结论拓展了现有建言行为
过程研究机制。

3.检测了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边界。本研究检验了客观资源———工作资源的充足性的边界调节作用，进
一步拓展了员工建言行为的研究视角。建言作为一种角色外行为，建言行为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与影响[24][28]。研
究结论显示，宽的资源条件也是影响员工组织行为的重要因素，能强化具有责任认知的员工提出有利于企业
发展的真知灼见，同时也积极警示危害和妨碍企业发展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还验证了工作资源的充足性的
间接调节效应，即当工作资源相对较高时，责任认知对组织支持感与员工建言行为之间的中介关系更加明
显，这进一步证明了客观资源支持对主观资源支持的影响以及外在支持对心理机制的影响。 在组织中，公司
除了对员工进行情感的关怀之外，也一定不能忽略员工本职工作中的客观资源与条件的需求，只有从内外两
方面都照顾到员工的需求与发展，才能够真正让员工对组织忠诚，作出有利于组织发展的事情。

（二）实践意义
1.优化工作模式，重视员工关怀。 对于组织来讲，寄希望于员工提出组织运行过程中潜在的问题比提出

有益于公司发展的建议的困难较大，但是员工在一线往往更能够看到组织运行过程中的问题。 想要让员工
对组织有较强的责任心，能够指出妨碍组织发展的问题，尤其需要在日常的工作中以更多的支持，这些支持
既包含基本的客观工作资源的支持，也包含着对于员工在心理上的关心与情感上的关怀，内外资源的支持下
促进员工提升在组织中的责任感，更好地发现组织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提高员工对组织关怀的感知程度。 组织运作过程中，不仅要给予员工以各种关怀，还应该尽量让组织
的关怀不仅被员工感知到，进一步内化成为对组织的忠诚与责任，让员工与公司站在一致的发展路径上来，
以更高的责任心促进组织的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让员工真正关心公司的发展，并为公司的发展建言献策。

3.为员工提供必要的工作基础支持。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员工自身职责范围之内的
任务都无法完成或者得不到满足，员工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关注组织或者整个公司的发展，所以为员工提供必
备的资源与工作条件是员工不受制于自身工作职责范围而关注整个组织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客观资
源的充足性能够为公司员工提供好的工作基础支持，更好地促使员工关心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的不足与可能
的创新点，进一步促进组织或者公司更好地前进。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发展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首先，本文所有变量的收集都是在同一时点，没有进行多时段数据收集，

导致对于变量间的因果逻辑并没有办法进一步检验，不能很好地解释潜在的因果联系。 未来的研究，有必要
进行纵向研究，甚至是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操作，进一步观察变量之间的逻辑关联，从而更好地发现其中的
因果联系。

其次，对于工作资源充足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细化。本文中运用 Amabile, Conti以及 Coon等学者[19]使用
的量表进行测量，此处的工作资源充足性偏向于针对创新行为，虽然 Zhou 和 George[23]在 2001 年指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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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建言的一种表达形式，我们的数据也支持了所提出的假设，在未来的研究中，还是有必要针对工作资
源进行进一步的定义与梳理，开发出适用于一般情况之下的量表，从而让整体的工作资源充足性变量建立在
更一般的基础上展开。

最后， 本文涉及的量表除了因变量员工建言行为是从中国情境下获取的数据， 其他量表均来自西方文
献，虽然 α 系数满足了文章检测的要求，但是并不一定能够准确的估计中国员工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或者
行为。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有必要尝试着将更多地变量开发转移到中国情境之下，为真正解决中国企业或
者组织面临的问题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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